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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场域中社区性治理与

技术性治理的整合机制研究

董磊明 欧阳杜菲

内容提要：面临突如其来的超越社区的新冠疫情蔓延之势，乡村社会的陌生化、去集体化与内生性权威

的削弱使得仅凭社区性治理资源远远无法应对流动性社会中的风险治理。乡村日益被纳入国家权力的集

装器中，需依赖国家确立理性的防疫规则、以庞大的技术装置来实现对流动的潜在传染源的排查并建立超

越地方性的联防联控体系。然而，看似强大的技术性治理却存在悬浮于社会之上空转的隐忧。在现实运作

中恰恰是话语转译、信息拼接与社会组织化等机制，将技术性治理与社区性治理有机整合起来，才实现了国

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和合共生。

关键词：社区性治理；技术性治理；制度化经营；民情；整合机制

一、引 子

2020年春节前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与此同时，大量在外务工经商人员回乡过年，他们中夹杂着潜在

的病毒携带者。这种突如其来的未知且不确定的风险打破了乡村原有的平静。即使是偏僻乡村的一个普

通农民也因人员的广泛流动、统一市场的全面覆盖、现代国家权力的深入腠理而与其他地区的人的命运紧

密联系在一起；局域性的一点火星可能演化为影响全域的燎原之势。这指引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乡村场域

中国家系统性、技术性的防疫力量如何与乡村既有的社会网络互动交融，国家制定的防疫规则如何与乡村

风俗情理沟通转化，使得基层防疫之网编织于全国各地。

从总体上看，疫情的防控是潜在传染源①的排查与管控、普通群众行为约束以及疑似与确诊患者救治

等构成的一整套系统工程。潜在传染源若未及时发现并管控，其流动将会产生新的潜在传染源；普通群众

若与潜在传染源接触也将可能成为新的潜在传染源；潜在传染源中又会出现疑似或确诊患者需被纳入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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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首发于湖北省武汉市，所以在疫情排查的初期，湖北省以外地区将潜在传染源主要界定为从湖北省流向

各地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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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系统接受救治。由此可见，三者是彼此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一环紧扣一环。由于救治疑似与确诊患者

主要依赖于城市医疗这一专业化的系统，专业系统与乡村社会相对脱嵌，而排查潜在的传染源和约束村民

的行为是对不同类型的人群区别化对待、有针对性地管控传染源和及早发现新出现的疫病患者的关键环

节，且在乡村场域中有更为丰富的展现。因此，本文将研究的重点放置于乡村社会有针对性地排查潜在传

染源和普遍性地规约村民日常行为这些社会事实之上。

乡村场域是国家与乡村社会接榫的中间地带，其疫情防控的实践恰恰深刻体现了变迁中的流动性的

乡村社会与不断理性化的国家机器是如何交织互动的。因此，在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视野下，我们将乡村

场域中的治理分为社区性治理与技术性治理。所谓社区性治理指的是基于乡村社会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一

个情感与价值共同体，有其自身内在的社会结构与地方性规范。因而，社区性治理在具有复杂性、模糊性

与乡土性的乡村场域中，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权力结构与风俗民情，以情境化、人格化的情理来影响

治理对象的行为与情感。而技术性治理正是国家作为理性的制度化经营组织的外在表现，其精神内核恰

恰是国家作为技术装置的隐喻。具体而言，技术性治理是运用一套技术化的手段、以标准化与去人格化的

成文法规影响治理对象的行为与情感。

本文笔者对湖南秀水镇两个村庄联防联控的实践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观察，既站在现代国家的视角

观察乡村内生力量的不足，又立足于乡村社会的视角反思庞大的国家经营机器的限度，经过两者参照互比

之后，最终落脚到何以将国家技术性治理的力量与乡村社区性治理的力量衔接整合这个更为实质性的问

题上。

二、乡村社区性治理资源的流失

随着中国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大规模的中青年人从乡村流向城市，乡村不再是人们“生于

斯，长于斯”、不流动、同质性的乡土社会，人员的广泛流动使得任何乡村都无法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

独善其身。疫情的防控也超越了社区边界，仅凭乡村社区内部的资源已远远无法应对这一系统性的风险。

虽然人们还保留着先赋性的血缘与地缘纽带，但是流动并进入工商业生产大体系所带来的职业分途、

经济分层乃至生活世界的分化，使原本守望相助、患难相恤的共同体逐渐走向陌生化。共同生活这一集体

意识与集体情感赖以形塑的基础变得时断时续后，原有的集体记忆日益消淡，彼此共同实践与守卫的公序

良俗和价值世界也日渐失去根基。以往乡村自治所凭借的道德规范、集体力量和权威体系这些内在于社

区的治理资源不断流失，那么，仅凭乡村内生力量应对疫情会面临诸多困境。

（一）熟人社会的陌生化

起初，曾在湖北工作或生活的村民像往年一样陆续回到村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疫情乍起，当村

民们意识到湖北回乡的村民可能成为新冠肺炎病毒的携带者和传染者，村庄瞬间被一种对未知的恐惧和

担忧所笼罩。然而，村庄中对这些归来的村民渐渐陌生了，湖北返乡的村民也不一定对其行踪如实相告。

秀水镇黄岗村有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两个孩子常年在湖北武汉生活。村干部排查到他家时，

丈夫黄RL如实相告，说自己带着两个孩子于 1月 22日从湖北武汉自驾回乡。但是无论是村里排

查还是乡镇干部通过电话核查，黄 RL的妻子郑 SY都说她是 1月 18日从湖北洪湖回来的。他们

常年不在村里生活，村干部对他们并不了解。起初，镇里和村里都没有发现排查的结果有任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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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之处。①

由此可见，随着人们离开土地，走进城市，整个乡村社会的流动性与异质性也逐渐加剧。不仅背井离

乡的村民对身后的故土越发陌生和疏离，而且留守在村庄内的村民也难以对在外闯荡的人知根知底，更难

以对他们的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感同身受。村干部只是大致知道村庄中有哪些村民曾在湖北工作或生

活，并按村民的习惯推测哪些家庭有湖北亲戚会回村过年。虽然周边的亲戚邻居比村干部要更为清楚哪

家有人从湖北回乡，但是对这些人具体从湖北什么地方回乡、此前是否去过武汉、身体状态如何则知之甚

少。村干部不得不直接与湖北返乡的村民互动来询问这些信息，但是一旦从湖北返乡的村民撒谎就会造

成信息的失真和扭曲。

而当一个完全陌生的曾有湖北旅居史的人进入乡村，村庄对此人的发现和排查将可能十分滞后。一

方面乡村不再是由完全熟悉的事物勾连而成，这种熟悉和陌生兼具的特性使村民对陌生的人和事难以产

生如传统乡土社会一样强烈的关注和警惕感；另一方面，对湖北流动人员的发现又高度依赖于乡村干部对

这些陌生事物的警觉，而乡村干部稍有疏忽，就极容易因流入的陌生人的隐瞒而造成信息屏障。

（二）村社的去集体化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来临意味着乡村社会要迅速组织和动员一批人力和物力来抗击疫

情。各个交通路口需要人检查过路人员的身体状况，村内亦需要人来制止村民串门、聚众聊天等行为。此

外，湖北返乡村民的日常生活物资要及时供应，村民用于日常防护的口罩、监测过往人员与湖北返乡村民

的体温计等医用物资也必须保障。一旦村庄内出现有人感染，送诊和救治过程中对防护服、消毒酒精等新

的物资需求又会出现，村庄甚至还要考虑对其家庭进行经济救济……

若将这一疫情置于历史情境之中，我们会发现许多可用于防疫的集体力量。新中国成立前的村社，

以血缘为纽带联结而成的宗族拥有族田、族产等公共财产，并且族人之间患难相恤、生死相吊的亲亲之

谊与传统的长老权威能将彼此动员起来共同防御疫情。土地改革结束后，农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一

盘散沙的农民从特殊主义的血缘、地缘共同体的特殊一员转变为统一的公社成员，集体经济的生产、交

换和分配大权都掌握在生产队这一最基本的单位手中，而且自上而下的政治强制覆盖着农民广泛的生

活领域（张乐天，1998:4-8）。生产队中的社员能够被调动去参与一些修建水库大坝、铁路等超越社区性

的工程，此外，由于大部分社区内资源的所有权都集中在生产队，生产队也能够更为集权性地协调集体

资源用于公共服务。

而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村民的大规模外流，虽然土地集体所有制仍然以生产队为单位，原本以居住

相近的标准划分的生产队内的地缘与血缘团体的社会底蕴仍然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但是大部分村民都

脱离了统一的公社成员的组织架构，公社传统作为现实生活中的“遗迹”逐渐淡化。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乡

村大多只能够调动党组织与行政体系内部这些组织化的村民，而对于其他已然去集体化的村民则难以在

短时间内组织起来。尤其是在疫情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段，村干部面对村部值班、路口检查、村内巡逻等多

处需要人手的情况下，全员在岗，无暇顾及村内其他公共服务的需求，比如，村内纠纷不能被及时调解从而

引发冲突激化，这给村庄治理带来隐患。

至于疫情防控所需的口罩、体温计、中药、消毒用品等防护物资既非村庄内部的生产组织体系所能提

① 整理自 2020年 2月 2日对秀水镇民政所所长兼疫情排查专干的访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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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也非其集体财产所能承担。因此，乡村的防护物资不得不依赖于各级指挥部统一采购，根据基层上报

的干部职工、卫生院医生、村医人数，自上而下地分配调拨。而无论是基层所需数据的上报，还是上级对物

资的分发，这一整套物资调配体系的运转则凭借着科层组织的理性化经营。

（三）内生性权威的削弱

此外，在疫情防控期间，“不串门、不聚会、出门戴口罩”等一系列遏制疫情蔓延的新的社会规范需被乡

村社会中的人们广泛接受、认同并内化于心，需要依赖于乡村权威将这些规范言说出来，增加实现权威者

的意志的可能性，并能制约违背规范的村民的行为。村庄内权威大多聚集于有德望的老人、经济地位较高

的经济精英和被赋予了体制性身份的村干部身上，村民对他们的命令的服从或基于因其年长而具有更多

的社会经验，或基于其个人的品行所具有的社会声望，还或基于对国家法律赋予其支配身份的认同。在乡

村社会中，权威的这三种内在理据通常是共存和杂糅的。

但是随着乡村社会经济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加剧，村干部的权威基础也在发生改变。基于社会经验的

积累而具有的长老性权威在如此一个变迁剧烈、原有经验的借鉴意义消逝的社会中逐渐失去根基，村庄中

老人不再天然具有权威。此外，村民们对社会声望的感知与认同乃是建立在共同生活、彼此有一套相对统

一的价值评判标准的基础之上的，然而，村民们的流动所带来的陌生化使村民们对社会声望的感受力下

降，而且乡村精英的多元化，加之村民见识的精英又远超出村庄的范围，也使村庄中的政治精英难再具有

统摄性的权威。由此，当乡村社会的内生性权威逐渐式微之时，乡村的权威就越来越依赖于国家外部性的

赋予。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村庄中宣传疫情与防疫措施、维持秩序、制约村民的越轨行为的担纲者主要是

拥有体制性身份的村干部，便可见一斑。

于村干部自身而言，他们的权威基础亦越来越来自国家的法理型授权，他们使用物理暴力的权力只限

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例如：

秀水镇杨村在疫情期间，村庄中大多数人都不敢聚众打牌了，但是仍然有些心存侥幸的村民

悄悄地打，村庄里的几个茶馆都还偶尔保持着一两桌的规模。村干部却深感自己的权威有限，不

能完全禁止，只能尽可能地通过言语劝诫。妇女主任朱RH说：“对于开茶馆、聚众打牌的，有的地

方就是抓人、捶桌子。我们这里，乡镇政府授权了，村里都可以这么搞，也搞得下来。但是现在政

府没有授权，我们看着村民去打牌了，也没有权力约束他。”①

朱主任的这段话并非表明村干部对于村庄的疫情防控没有强制力，而是缺乏有效的强制力。查尔斯·蒂

利将强力定义为使用或者威胁使用使个人或群体的人身或财产受损的行动，并且他们都意识到这种行动

和潜在的损害（查尔斯·蒂利，2012）。村干部在规约村民的行为时，可以天然采用的一种强制力恰恰是新

型病毒自带的，人们知晓不按照新规范行动可能会感染病毒、损伤身体、甚至丧失生命。此外，村干部还可

以借用村庄的舆论压力，感染并传播病毒的村民将成为村庄的众矢之的，每个村民都能感受到此种社会力

的制约。但是，村干部面临类似聚众打牌这类需要村民有更强的制度认同的情形之时，即使充分运用以上

这些强制力，也依然力有未逮。

然而，对于权力的终极后盾——暴力，村干部却不能轻易使用。虽然村干部从实质理性的角度出发，

希望对这类聚众打牌的行为拥有制度化的暴力使用权，但是他们不得不将此种权力的获得依赖于政府的

① 整理自 2020年 2月 23日对秀水镇杨村妇女主任的访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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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没有政府法理性权威的授予，无论是村民，还是村干部，都认为动用暴力来维持秩序已然没有正当

性。村干部所受的限制不仅仅是村庄内部既存和潜在的暴力资源的量的限制，更为关键的是使用暴力的

合法性约束。这恰恰体现了国家越来越成为暴力的正当使用权的唯一来源。

三、超越社区的技术性治理

在日常性的治理中，乡村只需维持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社会”的理念型就是一

个相安无事的“无讼”的社会（费孝通，2005：77-84），一种“无事件境”的状态（方慧蓉，1997），内嵌于村庄

社会的认知体系、关系网络与物质资源就基本能够实现此种消极治理。但是一旦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性肺

炎疫情这种突发的非常规性危机或事件时，乡村就被打破了原有的秩序与平衡。

引发疫情的原因对村民来说是完全未知的，能够调动的知识和情境的索引也极为有限。有针对性地

采取防疫措施需要对疫情有总体性的把握和认识，而且随全国人口流动的潮流而顺势变化的疫情局势也

使防疫措施不得不随机应变甚或未雨绸缪。而若各个地区采取的防疫措施仅从地方利益出发，容易各自

为战，使整体社会运转陷入无序或瘫痪的境地，由此疫情防控需要全局性的统筹与协调，拉开联防联控的

防疫之网。以上对疫情的认知、防控战略和战术的制定、全局性的联防联控都超越了乡村社区，需要引入

国家技术性治理的力量。

（一）国家对防疫知识与规则的确立

起初，对于全国大多数的乡村社区而言，疫情是一场域外的突发危机。村庄中以个体化的获取信息的

方式以及个体经验体悟的差异产生了不同个体对域外疫情的不同质的理解，无法产生统一的集体行动。

转折发生于国家防疫力量通过行政架构渗透到乡村社会之时，国家在乡村社会中输入了一套有关防疫的

新知识与行动规则。

伴随着各省纷纷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视频会议、微信群等现代技术将信息与行政命

令迅速逐级传达至科层机器的最末梢——村庄，整个科层机器就迅速合耦运转起来。由村支两委这一行

政组织向村民传达国家意志，要求从湖北返乡的村民向村里上报信息与身体状况，并对村庄的普遍村民的

行为进行规约。后者包括取消集体仪式性活动，如：腊月和正月以红事与祝寿等为主的赈酒、庙会、广场舞

等；限制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交行为，如春节拜年、串门聊天、聚众打牌等；以及重塑个人的生活习惯，如

勤洗手、出门戴口罩、吃饭使用公筷等。以村庄与村民小组为单位的防控体系，使编户齐民的每一个人都

被纳入受国家影响的权力结构中。于村民而言，大众传媒通过图像和文字展现出了国家最高层对疫情防

控的重视以及武汉疫情之严重性，加上村庄内部开展的切己的防控举措，这些共同形塑了一种笼罩性的社

会氛围、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深刻地影响着村民对疫情的感知与行动。

而国家在短时间内对村庄社会规范的重塑根植于将与病原有关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治理知识。一方

面，对病原的认知高度依赖于专家团体的研判。需要探求的知识体系，如病原体形态、基因序列、来源、传

染性、传播途径、潜伏期、可能的治疗药物、防护措施等都依赖于专家的系统研究与建构。当对未知的探究

不断学科化与专业化后，尤其当这种知识产生类似疫情防控的公共效力时，即每个人的生命健康都与此种

知识的获得、理解与实践高度相关时，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对专家依赖的命运。另一方面，国家将专家研究

出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治理知识，并为社会重新“立法”时，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统一化的治理，以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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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治理对象区别开来——区分正常与异常、自由与受限。比如将湖北省划定为疫区，凡是有湖北旅居

史或者暴露史的人都需接受医学观察；以 37.2摄氏度作为体温正常与异常的界线，体温高于 37.2摄氏度即

为发热，将可能被纳入疑似患者；隔离期满 14天，体温一直正常，才可排除潜在传染源的传染性……

这一系列的标准都是由国家统一设立，并在全国通行，领土范围内的一切人原则上概莫能外。因此，

专业知识转化为治理知识，并被国家科层机器采纳为执行标准后，就变为具有强制力的知识，对人们的内

心与行为也产生了实质性的约束力。

（二）国家技术装置对流动社会的疫情排查

当大量人口从疫区湖北涌流至全国各地之时，国家如何寻找出这些人，并对他们的身体与行为进行管

控，即对可能的潜在传染源的排查与管控，是疫情防控中首要的关键环节。国家需在短时间内充分掌握这

部分人的行动轨迹、身体状态、密切接触者等信息，并将他们尽可能地固定在特定的空间中，进行密切的行

动与身体的追踪，即将一切不确定性都尽可能地囊括在国家可控的范围内。

对于国家而言，从湖北流向全国各地的人口是陌生且流动的；对于乡村社会而言，从湖北返乡的村民

已然相对陌生化，仅凭借乡村熟人网络的排查，也难免有疏漏之处。本质上，人员排查的过程就是治理信

息识别的过程。现代国家面对如此庞大的流动性社会，逐渐锻造为一个技术装置。施密特在早期认为霍

布斯笔下的国家的四种形象——有朽的上帝、主权-人格、利维坦与机器中真正具有意义的就是机器的形

象，霍布斯的国家哲学的超前影响力正是在于具有技术-工业革命的特征，国家可以被看作是技术时代的

最初产品，是最早的大型机械装置（施密特，2008）。当个体从传统共同体中脱嵌出来，国家也无须完全依

赖共同体来进行治理，而可以凭借科层机器与技术手段实现对个体的治理，其实质就表现为技术治理，是

国家治理方式以及国家的技术化的过程。现代国家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对信息储存和以行政网络为手段的

人身监视力（吉登斯，1998）。在这次疫情的人员排查中，从信息识别的角度看，技术治理的使命正是通过

识别和处理事情进而把社会清晰地呈现在国家面前（吕德文，2019）。

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轨迹都以现代技术的方式被记录在国家建立的各个领域的信息数据库中，一个整

全的人在不同领域的活动以不同方式被分别纳入通信、交通与公安等各个部门掌握的数据库中。个体与

这个庞大的机器的连接点正是通过两大关键性设备——身份证和手机，这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

服务体系和科层体系做支撑，如全球导航卫星、遍布全国的移动通信基站网络、高速路口收费站对车辆信

息的记录等等，它们构成提升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后勤支持系统，能迅速从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延伸出个

体行动监视者的角色，形成福柯所言的治理术中根本性的技术工具——安全配置（福柯，2018）。

这些数据库在潜在传染源的排查中发挥了巨大效能。这依赖于技术化手段在每个个体与国家机器相

接触时对个体信息的精准采集，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信息储存系统。通信、交通、公安、卫生等各部门从

各自的大数据中将曾在湖北辖区留下行动轨迹的人员信息提取出来，并通过科层组织向下分发到这些人

所在的各个乡镇。乡村两级行政者核查辖区内是否存在此人，并收集其身体状态、途经地点等信息，又依

科层组织的渠道自下而上地将信息传递到上级指挥部。由此，科层机器调动信息储存系统，与乡村社会的

共同协作，实现了潜在传染源的排查与管控的有机整合。

（三）超越社区的联防联控体系

此外，人口的大流动使疫情防控成为全局性的治理。前两部分在规则与技术装置上部分体现了疫情

防控中超越社区的特征，而这一部分着重展现在基层的疫情排查与人员流动的管控中所体现出的乡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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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行动意义的超越地方性、融入国家性。

村干部作为村庄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结点，对村庄利益的认同要更甚于通常是外地人的乡镇干部对乡

镇利益的认同，因而村干部在疫情防控中守卫村庄的内在驱动力会更为强烈和急切。如此次疫情排查，若

仅从村庄自身利益出发，大部分湖北来辖区的人员都是回乡的本地人，仅凭乡村自身的社会网络在短时间

内就能基本获知这部分人的信息，只需对他们进行行为约束就足以使社区免受疫情蔓延的影响，甚至最好

的办法是让他们离开村庄。至于这是否会带来周边地区的传染则不是村干部和村民们所关心的，村干部

更无须将这些人员信息上报给国家。

但是，一个截然外在于国家权力网络的地方共同体已然不存在。疫情排查是来自行政体系的直抵村

庄的行政命令，村干部的行为已被充分纳入乡镇政府的考核与监督之中，还常有市级与县级的督查组进入

村庄督查对湖北返乡人员的防护措施，实现国家在乡村社会的管理。因此，村干部有外在驱动力将社区内

部的信息按照国家统计的要求呈现给国家。此外，无论是村干部从保护乡民的立场出发还是国家着眼全

局从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立场出发，都落脚于在乡村社会减少疫情的发生。因此，在利益与价值上一致的

乡村社会与国家形成合力，它们分别调动社区性资源与技术性资源来尽可能地查明潜在的传染源，村干部

亦将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融合起来。

（四）技术性治理的限度

现代国家中，超越乡村社区的治理逐渐被纳入国家的技术装置与制度化经营中来更为理性化地应对

风险社会的各种治理挑战。然而，在乡村社会内部，总有技术性治理的这架机器难以感通与理解之处，如

乡村的风俗民情、村民微观互动乃至更为根本的人心秩序。

国家制定的标准化、正式化的防疫规则是出于国家理性，为实现减少疫病传播的目标对众多防疫手段

权衡利弊，从而制定的一套理性化的规则，但这套规则不一定能与具有复杂性、模糊性和乡土性的民情与

习俗相匹配。它们两者之间的张力亦是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张，由于理性主义的发轫与现代化

的意识形态化使得基于理论理性的正式制度与基于自然主义的日常生活产生对立（肖瑛，2014）。如 T县
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一律停止赈酒等大量人员聚餐活动。”①乡村两级虽然劝导村民取消了婚礼、祝寿等

赈酒活动，但是对于村民的去世却无法禁止举行丧葬仪式，在村庄中生死是关乎个体生命和群体关系变化

的大事，政府只能倡导丧事从简，除了不聚餐外，所有重要的仪式环节依然举行——至亲挚友依然会前去

吊唁，村庄里的近邻、亲族即使冒着被感染新冠病毒的危险也会使其入土为安。国家制定的防疫规范都难

以动摇乡村社会这种具有神圣性的习俗，只能在其间寻求折中的方式，而其内在的秩序与价值依然是乡村

社会所固有的。此外，乡村社会“物之不齐”与各种突发事件的发生，使得村民们无法完全按照国家统一的

规则来行动，转而采取各种变通之法。然而，投入更多人力与物力的上级政府有更大可能对乡村社会进行

精细化的管控，并用标准化的正式制度来衡量乡村治理的绩效，这种形式理性反而易使乡村干部和村民的

行动流于形式。

再者，在流动性的陌生化的社会中，现代国家通过国家技术装置将这些从湖北流出的人口或者确诊患

者的密切接触者的信息记录进各个部门的信息储存系统之中，但是这种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人身记录却

不可避免地将富含社会关系与情感的社会人抽象为原子化的静态的个体。比如各地的移动通信部门从当

①引自T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月25日颁布的第4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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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手机信号出现在本辖区的手机用户中筛选出半月内手机信号曾出现在湖北境内的用户，录入数据系统

的只有手机用户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号码归属地等有限的抽象的信息。通信部门再下发至各乡镇

用于核查的信息就更为简单，通常只有姓名、手机号码和号码归属地，甚至只含手机号码这一个极为简略

的信息。于科层机器中的行政者而言，从信息储存系统中抽调的这一批批陌生的手机号码都是去人格化

的，仅凭大数据无法获知每一个行动者具体的行动逻辑。

更何况，在乡村社会内部村民之间更为复杂和内隐的互动是技术装置几乎无法全景监控的。例如：秀

水镇杨村一位妇女曾在邻村从湖北返乡的亲戚家住过几天，有被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而大数据若要将

疫情排查达至这种精度，则需极高的组织运转的成本——需调动乡村干部全面收集湖北返乡者的密切接

触者的信息，并分发至各村庄。即使如此，大数据排查也依然面临信息更新滞后的难题。实际上，杨村干

部早已听周边村民说过此事，并以委婉的方式告知了她所在的村民小组的村民尽量减少往来。村民一句

话联通的整个村庄的自我防护就可完成庞大的技术机器费尽周折都难以完成的治理。

最后，技术性治理无法建立在如流沙般的由一个个原子化的、仅为自我保存而行动的个体所组成的乡

村社会基础之上。科层机器中的行政者直接与乡村社会的众多喜好、习性、价值取向不同的个体对接，无

疑会遭遇缺榫的困境。此外，技术性治理同样无法面对一个完全封闭化的、自成一体的乡村社会。通过技

术装置传达下去的国家意志在触碰到乡村社会之时依然需要组织机制将彼此贯通起来，否则技术性治理

就会沦为一个笨重的机器悬浮于社会之上机械地空转。

四、社区性治理与技术性治理的整合

中国自古以来在乡村场域中，社区性治理与国家技术性治理一直都是二者兼有。只是传统乡村社会

的治理以社区性为主、国家性为辅。而流变的现代乡村社会逐渐显现出以国家性为主、社区性为辅的治理

趋势。无论是哪种时代处境，国家治理都需将两者进行协调和整合。现在社会中再过严丝合缝、精确运转

的技术性治理也需要由科层体系中的具体的人进入乡村的社会关系来对接乡村中具体的治理对象，并通

过彼此的互动细致入微地影响村民的防疫行为和心态。否则，国家凭借强制力手段所推行的规范，村民只

是因为对背后暴力惩罚的恐惧或潜在利得的期待而暂时服从，而未从内心中生发出认同其正当性的信

念。这里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与郡县之辨有某种相通之处，封建之精义——“抚恤民生、体察民情、敦化

民风”是寓于郡县之中的，“天子依人之常情以治理，让百姓守亲亲、尊尊之道，合居共存之德，而不是以所

谓的公权力强行规定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才是治国治政之大理”（渠敬东，2016）。在乡村场域的疫情防

控实践中，社区性治理与技术性治理展现出了各种复杂的整合机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话语转译

国家针对防疫所确立的新的社会规范如何在短时间内深入人心，被乡村社会中的人们深切感受到

并认同这一套规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前文所述的国家通过借助专家话语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治理知识

而设立的一套关于仪式性活动、日常社交行为乃至个人生活习惯的社会规范依然是标准化、正式化、脱

离情境的科学主义的话语，但是这些话语在乡村社会的实践场域中并不能被习惯于按照习俗和常理行

事的村民所完全感同身受。起初，拥有有限科学知识的村民无法充分理解新冠病毒飞沫传播和接触传

播意味着人员聚集和接触会带来的传染的风险，而且出门戴口罩、吃饭使用公筷、亲邻交谈相距一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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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有违他们的身体惯习。乡村社会中的人们除了从智识上理解疫情防控措施，更重要的是在乡村各

种社会力量共同营造的集体共情和氛围中改变自己以往的惯习。其中将国家和乡村社会铆合的一支重

要的社会力量就是村干部，他们将国家理性化地制定出的一套标准的社会规范话语转化为人格化的、

情境性的话语。

1月 31日下午，从湖北回杨村的村民杨WH的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出现发热症状，村医建议他

家赶紧将孩子送去县医院检查，并告知村干部，万一确诊，便于村里和镇政府尽早做好的应对准

备。杨WH带着孩子立即自驾赶往县医院。这一消息在村庄中不胫而走，全村瞬间笼罩在一股

紧张气氛之下。凡是与他家人有过接触的亲戚、邻居、村干部都产生了生存危机感，这种危机感

随着人们设想的疫情蔓延的可能性扩散至整个村庄。村组干部纷纷不断接到在村的村民甚至远

在县里、市里、外省务工的村民的电话，朱主任说：“我接完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仅一会儿，第一

村民小组的微信群就炸了锅了。”

第三组的村民：“别的村都放广播，我们村里人什么都不搞，宣传不到位，让他跑到家里来。”

邻居 1：“要他不出来，他要出来，还邀亲戚打牌。”

邻居 2：“若他家有，那我们队里好多人都有。”

朱主任：“原来你们都搞什么去了？”

邻居 3：“村里要给湖北回来的上把锁。”

朱主任：“村里已经讲得够多的了，原来你们这么接收他，还在家天天打牌。一到这个时候，

就什么名堂都出来了。若他来了，你们不接收，不串门，还不是不会惹（感染）起？”

邻居 4：“赶出来了的，他还要往人家屋里跑。”

朱主任：“村里做工作，怎么跟他们讲？你们骂都骂不出去。”

……

第二组的杨XW：“（村干部）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要管！”

朱主任：“村干部在他门上都贴了东西的，上面写着不要乱串门。之前要你们不出门，你们都

干吗去了？我们村干部也是人，不可能每天出去守着家家户户，不让他们出门。我们每天在群里

都发了各种视频，发了好玩的吗？广播没有听到讲，你们是耳朵聋了。微信群里面发了，你们也

不关注，不知道看其他的什么东西。”①

村民在微信群中的交谈都显得言辞激烈，从自身对村庄疫情防控的体悟以及家庭乃至整个村庄的利

益出发，借此事件，在微信群这一共同塑造的公共场域中表达各种牢骚或忧虑。发言的人中除了村干部朱

主任外有两类人，一类是与杨WH家毗邻而居或者与他有过接触的邻居，另一类是与杨WH没有直接接

触、居住地相对较远的村民。对于第一类人，原来难以驳人情面而接受了杨WH家的拜访或邀约的邻居转

而不顾情面地指责他们没有严格遵守防疫规范，或者要求村干部还应采用更具有强制力的手段来约束这

些湖北返乡者。而第二类人则是借此机会来表达对村干部防控措施缺乏效力的不满。

村干部面对他们的抱怨和责难不仅能一一化解，还以此为契机对村民进行更具有情境性的防疫教

育。村庄疑似病例一旦确诊可能带来的疫情蔓延的危机，从手机、电视屏幕里短时间内变得近在咫尺，由

①此对话是对秀水镇杨村村民在村微信群的语音聊天的转录。

-- 77



乡村场域中社区性治理与技术性治理的整合机制研究

此生命危机感通过这种切己的身体性感受而变得更为强烈。因此，村干部此时将大而化之的科学化的宣

传话语转变为这种情境化的教育，更能深入村民内心。

但是，村干部这些情境化的话语的产生建立在一些情境性的知识索引以及和村民的相互体认的基础

之上。例如：对于微信群中抱怨村干部“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要管”的村民，朱主任马上就辨认出这是第

二村民小组的杨XW，立即听出了他这话的弦外之音——他原计划正月给儿子办婚礼，村干部劝他取消婚

礼，等疫情过后，择日再办。他虽然答应，但是心里不服，因此指责村干部不该管他家办婚礼，本应该管控

湖北返乡村民的行动却没有管控好。朱主任此前就听村民说他和他的哥哥在疫情如此严重之时依然每天

在外用摩托车拉客。朱主任随即就在微信中私聊他说：“你XW想钱是想死去吗？你天天拉的是什么人，

里面有些什么病人，你都不知道。”杨XW在微信群里就不再抱怨了。这体现了村干部的智慧，村干部不正

面回应村民的质疑，而是借力打力——凡是在这个时候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的人，还四处奔走的人，都

是村里人的“公敌”，他的行动和话语也就失去正当性了，他对村干部的质疑也就不攻自破了。几天后，杨

先伍就对朱主任说：“不搞了，不搞了，莫真的传染上了。”如此，村干部这种情境化的教育方式才切实地影

响了村民的防疫行为。

（二）信息拼接

现代国家的治理逐渐从指向领土的治理转变为人口治理。治理关联的不是领土，而是一种由人和事

构成的复合体，事情本质上依然指向了人——与财富和谋生手段相关联的人，与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相关

联的人，最后与饥荒、流行病、死亡等事故和不幸相关联的人。人口治理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手法和技术的

诞生（福柯，2018:125-127）。在流行病的防控过程中，国家首先需要识别可能的潜在传染源，即重点被治

理的人，并将他们纳入在国家权力的约束范围之内。国家凭借技术装置所采集是被抽象为原子化的个体

的信息，需依赖基层行政者进入乡村社会具体的社会关系网中，还原出这些个体在社会关系网中的位置与

灵动的生命处境。

然而，在逐渐陌生化的社会里，每个人所掌握的信息都是碎片化的。村庄中大部分人的熟人圈子都是

以自我为中心，血缘关系中从家庭到小家族，地缘关系上从周边的三五户邻居到整个村民小组，由此形成

一圈圈推出去的差序格局，离自己越近的人越熟悉，离自己越远的人越陌生。因此，乡村社会中每个人所

拥有信息只是或大或小的、碎片化的“局域网”。但是国家治理所依赖的是一张庞大的、整体性的、吐故纳

新的“互联网”，能够将所有潜在的可能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位置、流动、身体信息全部纳入其中，并实时监

测。所以，要将疫情排查真正深入基层社会，关键环节在于将基层社会每个人的“局域网”与国家治理所依

赖的“互联网”勾连起来，真正形成全面布控、灵活机动的防疫“互联网”。

在前述的秀水镇黄岗村排查疫情出现的瞒报案例中，村干部其实知晓黄RL与郑 SY是夫妻，但是在对

他们的身体状况、行动轨迹、交通方式等基本信息的收集中，不需在表格中呈现其具体社会关系，仅以个体

为单位进行记录。这意味着即使是自下而上的疫情排查，信息一旦进入科层机器，这些具体的社会人又再

次被抽象为原子化的个体。

对于黄RL和郑 SY，乡镇排查到四次，县里下发的手机号码名单中也多次有他们的号码，但是

镇里和村里都没有发现排查的结果有不合理之处。直到 1月 31日，县指挥部给乡镇政府打来电

话，说郑 SY与三个同学一同从湖北武汉回来的，她属于密切接触者。乡镇干部推测可能是三个

同学中有人确诊了，湖北那边排查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时排查到了郑 SY，需要将其作为重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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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对象。乡镇干部再次要求村干部入户核查，郑 SY才透露实情，她与黄RL夫妻俩和两个孩子是

1月 22日从湖北武汉一同自驾回村的。此时，乡镇干部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一家人，妻子郑 SY担心

说出自己从武汉回来会受到村里人的歧视而撒了谎。①

无论是县指挥部还是乡镇指挥部都需要对疫情排查中不明确的人员将人与事的复合体整合起来，

借助这些抽象的碎片化的信息对他们的行动进行过程性的理解。这种理解所依据的恰恰不是科层体系

中的理性规则，而是生活之中的人之常情。而且行政者离事件发生的距离越远越难以做出妥当的因

果性的理解。比如，县指挥部推测郑 SY是与三位同学一同从湖北武汉回来的，这是借助密切接触者的

排查结果进行的情境化的推测，但事实证明这种叙事是有偏误的。乡镇干部也只有借助村干部进行具

身性的社会互动，做出的推测才能更加接近当事人行动的情理，从而对治理对象的行动过程和动机实现

更为恰切的理解。

（三）社会组织化

现代国家权力渗入乡村社会之时，面对的不是一个个原子化的村民，而是要尽可能地将乡村社会组织

起来，或借用乡村社会中既有的组织网络，这就是乡村社会组织化的过程。杜赞奇在分析晚清与民国时期

中国华北地区的乡村社会治理时，曾用“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分析型概念揭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

多种途径和方式，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成为国家权力

勾连乡村社会所依凭的组织和象征基础（杜赞奇，1994:13）。而乡村社会的组织化正是上通国家科层体

系，下连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一个重要机制。

虽然前述的人民公社解体后村庄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式微，但是公社时期的某些乡村社会组织化的原

则依然留存了下来。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的行政架构是对公社时期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政

经体系的延续。其中，村民小组，即公社时期的生产队依然被作为乡村社会最基本的行政单元，这既与村

庄以血缘、地缘为主的社会纽带构成的文化网络相契合，又传承了集体化时期以生产队作为互助合作的

社会单位的社会主义新传统。因此，在疫情防控中，村民小组很容易形成排查疫情、共塑防疫规范的地域

共同体。

村庄中村组干部这两级行政者是联通乡村社会和国家的中间群体。他们既不纯粹由自下而上的选举

产生，也不纯粹依靠自上而下的任命，而是获得了国家与村民的双重承认。一方面，他们具有国家的认可

和授权，这使得疫情防控的命令一下达，渗入村庄的整个科层机器就迅速合耦运转；另一方面，他们的社会

关系和生活世界深度嵌入乡村社会，有很强的地方认同感。杨村村民小组长在组内出现疑似病例时就曾

忧心忡忡地说道：“出了这事，重中之重就是不能造成大的风波，管一个地方就要保一个地方的安宁”。因

而在疫情防控这一关系到乡邻生命安全的治理中他们表现出由内而外的主动性，无须过多的行政压力或

监督。

此外，在面临流行病蔓延风险的此类突发性、应急性治理任务时，村庄需要紧急组织村民形成联防联

控网络，也可以依赖村庄既有的文化网络。

杨村在秀水镇政府的要求下，实行志愿者联户包保制度，每一个志愿者包十户，向村民宣传

疫情防控知识，并对他们的外出、聚集进行监督。志愿者既是这十户的监督人，又是他们的保

① 整理自 2020年 2月 2日对秀水镇民政所所长兼疫情排查专干的访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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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由此形成村庄全覆盖的防控网络。有趣的是，志愿者与村组干部的产生机制颇为相似，

即志愿者需获得这十户村民与村干部的双重认可。杨村的 40多位志愿者中，就他们的组织身

份而言，近 50%是党员，近 50%是村庄在 2019年 3月成立卫生协会的会员。就他们的社会身份

而言，村干部会考虑选择在村庄中有一定威望、与周边村民相处融洽的人。村书记说：“基本上

一个小家族中选一个，这个人不一定算得上是家族领袖，但这个人要跟家族里的每个人都能说

得上话。”①

在包保对象的选择上，由于党员大部分是男性，平常会参与村庄纠纷调解、村民选举、党员大会等公共

活动中，因而在村庄中更有超越亲邻圈的威信，他们就负责包保非亲邻的村民；卫生协会的会员全部是女

性，除了协会事务，较少参与其他公共事务，她们则主要包保小家族内的亲属和周围邻居。无论是哪一类

志愿者，他们与包保对象的关系就在这一组织化的过程中发生微妙的变化，从私人性的互助关系转变为公

共性的包保关系。志愿者服务于周边亲邻恰恰是与差序格局的行为伦理相契合，同时又因其具有公共身

份，而产生护卫乡邻的责任伦理，包保对象也因志愿者的公共身份而自觉到更应该听从其建议。

由此可见，在乡村社会组织化的内在机理中，无论是村庄的行政架构能够与国家科层组织对接，还是

村庄行政组织紧急动员村庄既存的组织力量，都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授权与自下而上的情理认同的双重基

础之上，由此，乡村社会中的组织才并非独立于国家体系，与国家形成权力竞争或对抗的关系，而是形成上

下贯通的组织体系。

五、结 语

一场突发的疫情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考验。面对这样一个流动的、开放的风

险社会，即使远离疫情最初爆发地点的一个偏僻乡村也无法逃避被疫病与社会浪潮传染的命运。然而，流

动性的加剧、共同体的消解意味着乡村场域仅靠社区性治理是远远不够的，乡村治理已然呈现出去社区化

的趋势。这一趋势有两个方向的作用—— 一是有利于社区的国家化，乡村更易被纳入现代国家的权力集

装器中，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恰恰由于乡村的去社区化，国家的社会化却又受阻，即由于

国家可以依凭的乡村文化网络的流逝，国家统一的标准之治与凭借技术手段的管控方式难以与具有复杂

性、模糊性、突发性和乡土性等特质的乡村社会充分地匹配，形成治理与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的接榫困境。

但是，打通这最后一公里不能仅靠无休止地加大技术治理资源的投入，这种投入不仅边际收益递减，还面

临两种秩序相碰撞后产生的新的合法性危机。由于乡村社会依然还留存了某些共同体的特征，国家治理

需要充分挖掘乡村社会潜在治理资源，通过话语转译、信息拼接、社会组织化这一系列的机制，将社区性治

理与技术性治理有机整合起来。这样在乡村场域中，我们才能既在常规性治理中应对自如，又在突发性的

危机治理中厚积薄发。

这一问题从根本上可以追溯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经典命题。中国疫情防控的基层实践恰恰体现

了我们要反思西方范式中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更加关注两者的互动合一。黄宗智提出

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正义体系的长期互动中形成了“第三领域”，基层行政中集权的简约治理正是第三领域

①整理自2020年2月18日对秀水镇杨村村书记的访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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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正式治理广泛兴起的基本制度框架（黄宗智，2008，2019）。而本研究也恰恰是在这一理论关怀下进一步

探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场域中如何相互渗透、和合共生的一种尝试，在疫情防控这一切实的治理挑

战面前，这一问题所指涉的经验现实也恰好淋漓尽致地展开。

国家正是应对疫情的一种特殊的手段，它的组织和动员方式或先于疫情而存在，或在疫情防控中被

重新激活。韦伯将国家定义为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其行政管理人员能成功地有权要求为了维持秩序而

对暴力享有正当性垄断的政治性的经营组织（韦伯，2005）。现代国家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对暴力采用理

性的制度化经营，国家作为“经营组织”就宛如一架机器，由专门的行政人员为了持续的目的而采取行

动，能够精确运转并具有可计算性。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行政科层化的治理改革，改革前的总体性支

配权力为一种技术化的治理权力所替代（渠敬东等，2009）。技术性治理本就是国家作为理性的制度化

经营组织的外在表现，其精神内核正是国家作为技术装置的隐喻，意味着一种抽象的非人格化的国家

观念的兴起。

此次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恰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技术装置在危机状态下的启动

与运转对每个人生命的巨大影响力，这一影响深入到每个人的行动、心灵内部。但是我们在欣慰于国家

拥有的如此理性化的技术治理能力的同时，不可忽视若这一技术装置脱离了社会，将会变成一架高成本

地空转的机器或是脱离人的具体生命处境、限制人的自由的牢笼（iron cage）。因此，无论是社区性治理，

抑或是技术性治理，我们都不能偏执一端，需根据不同的社会基础与治理任务，将其有机地配比和衔接起

来。如此，国家治理之下的人就不是一个个抽象的原子，而是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人和文化人。在现代国

家的语境中，两者整合的内核恰恰是理性化的科层机器如何与富于各种社会关系和情感的社会群体与个

体互动的问题，它不是仅仅依托于某种制度或理念，而是以科层机器深入乡村社会过程中具体的伦理实

践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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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in Rural Field
DONG Lei-ming OUYANG Du-fei

Abstract：Under the unexpected COVID-19 pandemic, the rural community finds it almost impossi⁃
ble to solely rely on the local resource to solve the problem, due to the decline of familiarization, the loss
of collectivization of rural society and the weakening of endogenous authority in the mobile risk society .
Villages are increasingly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ntainer of state power. They need to rely on the
state to draw up preventive rules, use huge technical devices to implement the investigation of potential in⁃
fectious cases, and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pandemic control system that goes beyond the local communi⁃
ties. However, the seemingly powerful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implied a risk of disconnection from and
idling above the society. In practice, it is precisely the mechanism of discourse translation, information
splicing,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that organically integrates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gover⁃
nance and achieve mutual penetration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Keywords：Community Governance;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ized Management; Cus⁃
toms; Integr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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